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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规范与策略：高价彩礼的乡土形塑与系统治理 

——以皖北L村为透镜 

王中华，储诚沛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东方毅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基于“结构—规范—策略”分析框架，针对皖北L村的研究发现：农村高价彩礼是婚姻市场挤压、乡土规

范塑造与家庭理性选择三重机制动态互构的结果。性别比失衡与通婚圈固化形成结构性挤压，面子、责任等村庄规

范将其转化为家庭现实压力，迫使农民以高价彩礼作为风险规避的生存策略。这一植根乡土的结构化机制，赋予高

价彩礼以强大的外部干预抵抗能力，进而使得当前治理政策在结构维度遭遇了市场的抵牾，在规范维度遭遇了情境

的抵制，在策略维度遭遇了理性的无奈。高价彩礼的未来治理应转向系统性内生赋能，即通过疏解婚姻市场的结构

性压力、重塑乡土社会的规范意义网络、增强家庭的风险应对能力，以多维协同的路径实现治理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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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norms, and strategies: The local shaping and systematic  

governance of exorbitant bride price 

—A case study of Village L in northern Anhui as an analytical lens 

WANG Zhonghua，CHU Chengpei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Oriental Yi Center for Political Development Research,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tructure-norm-strategy”, this study on Village L in northern Anhui, 

China finds that the exorbitant bride price in rural areas results from the dynamic mutual construction of three 

mechanisms: marriage market squeeze, local norm shaping and family rational choice. The imbalance of gender ratio and 

the solidification of intermarriage circles form structural squeeze, and village norms like face and responsibility transmit 

it into realistic family pressure, forcing farmers to take exorbitant bride price as a survival strategy for risk aversion. This 

structurally rooted mechanism embedded in rural endows exorbitant bride price with strong resistance to external 

intervention, which makes current governance policies encounter market contradiction at the structural dimension, 

situational resistance at the normative dimension, and rational helplessness at the strategic dimension. The future 

governance of exorbitant bride price should turn to systematic endogenous empowerment, namely, to realize governance 

breakthrough through a multi-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path by relieving the structural pressure of the marriage market, 

reshaping the normative meaning network of rural society, and enhancing families' risk respons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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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彩礼是中华民族传统婚姻礼俗的重要组成部

分。当前，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与人口流动加快，彩

礼金额也水涨船高，在部分农村地区甚至有“天价

彩礼”之称，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党中

央、国务院对这一社会问题高度重视。据统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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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以来的8年时间里，共有7份中央“一号文件”

明确将“治理高价彩礼”列为推进移风易俗、加强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党中央的政策引

领下，各级地方政府积极跟进，制定和出台了诸如

彩礼费用指导标准、婚俗改革承诺书等系列措施，

婚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在部分地区，尽

管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与引导性政

策，试图为高价彩礼降温，但实践效果却不尽如人

意，“限高令”经常遭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的抵抗。这促使我们深思与追问：农村地区高价彩

礼现象何以在持续的治理下仍然难以根本性好

转？其背后的维系机制是什么？当前的治理政策

又遭遇了何种困境？该如何有效应对？研究这一

问题对于推动乡村陋习整治，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当前学界关于农村地区高价彩礼问题的研究

成果已经不少，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动力机制与治理

路径两个方面展开。在动力机制方面，市场结构视

角聚焦男女性别比失衡、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带来

的婚姻挤压[1,2]，认为结构性失衡使得女方在婚姻市

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婚姻缔结过程中,女方要价

议价能力越来越高,高价彩礼现象频发[3]。社会文化

视角聚焦乡村独特社会情境[4]，认为制度、习俗、

面子、生活变迁等[5]使得高价彩礼呈现出原生型与

续生型两种形态[6]。在治理路径方面，研究主要形

成两种视角。制度治理视角聚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

规范的结合，认为要注重发挥农村群众的主体性，

在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协作中实现治理合力的最大

化[7]。文化治理视角聚焦价值引导与观念重塑[8]，

应增加对婚礼新风尚的正面宣传，开展针对适婚青

年及其父母的宣传教育，逐步扭转婚姻中金钱至上

的观念[9]。 

学者们的研究为农村地区高价彩礼问题的探

讨提供了有益参考与经验借鉴，但是现有研究亦存

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第一，现有研究多将适婚青

年婚姻关系视为市场交换关系，侧重从利益角度剖

析，对情感、伦理、地方性规范等乡土逻辑的考量

不足。第二，现有研究或聚焦宏观人口结构与经济

约束，或深耕微观家庭策略与村庄规范，较少将宏

观结构压力与微观行动逻辑纳入同一过程性框架，

因而难以充分解释高价彩礼在治理干预下的复杂

性与变异机制。第三，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解释高价

彩礼现象何以发生，而对于国家治理政策在乡土社

会具体执行中难以见效的过程性分析相对薄弱；相

应地，所提出的部分治理方案对于农村场域的复杂

情境亦未有充分考量，因而难以有效施行。 

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农村地区的高价彩礼现

象，构建“结构—规范—策略”三元分析框架，以

皖北L村为实证案例，系统阐释高价彩礼在农村地

区的形成机制，旨在为改革农村婚俗陋习、提升乡

村治理效能提供学理支撑与参考方案。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 

本研究尝试将婚姻市场理论、社会规范理论与

理性选择理论进行有机整合，从“宏观结构—中观

规范—微观策略”三个维度构建研究视角，以系统

阐释农村地区的高价彩礼问题。 

首先是婚姻市场理论。该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

贝克尔提出，他倡导运用经济学逻辑来审视和解释

人类的婚姻行为[10]，其经典的“市场均衡分析”为

理解婚姻交换中的要素定价提供了最初的学理源

头。在中国语境中，市场要价理论对贝克尔的观点

进行了本土化转化与进一步的理论创新，该理论认

为：“婚姻市场的结构性失衡致使男方议价能力式

微、女方主导地位凸显，这种权力关系显著强化了

女方的要价能力，最终将彩礼推向高额化。”[3]这

为理解农村地区的高价彩礼问题提供了本土结构

视角。 

其次是社会规范理论。社会规范是哲学、社会

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11]，是指特定情

境下某一群体成员都广泛认可的行为标准。在中国

乡土语境下，费孝通的“礼治秩序”可以很好地诠

释这一理论：“传统中国乡村是一种礼治秩序，礼

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

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

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

范，但不同点在于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12]

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由“面子”“人情”等非正

式规范构成的“礼”，仍然是影响人们行为选择的

重要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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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理性选择理论。该理论主要解释个人目

的性行动与可能达到结果之间的关系，并将“理性”

解构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双重维度加以审视。其

中，工具理性是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个体自身的

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13]，强调效用性和功利性[14]；

价值理性将个体的信仰、心理需求、文化价值、经

济政治与社会情境等制约因素都考虑在内，强调个

体的行为内嵌于社会场景之内[15]。在中国语境中，

该理论在基层社会治理、农民行为逻辑及制度吸纳

等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多数学者认为，中国

农民的理性并非纯粹的西方市场理性，而是嵌入乡

土社会网状关系中的“关系理性”或“生存理性”。 

（二）“结构—规范—策略”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理论，本研究构建了“结构—规范—

策略”三维分析框架，对农村地区高价彩礼的生成

与再生产机制予以系统考察。 

首先，结构维度致力于揭示高价彩礼的深层生

成逻辑。该维度摒弃了“道德失范”或“发展迟滞”

等单一归因的简化论倾向，将高价彩礼问题置于性

别比失衡、城乡人口大规模流动等宏观结构性变迁

中加以审视。其分析旨趣在于，从宏观层面阐明彩

礼异化的物质基础与外部压力，进而回答这一社会

现象为何在当前结构条件下被“生产”出来。 

其次，规范维度致力于揭示高价彩礼的生存逻

辑。结构性压力作为一种既定事实，其演化还是要

依赖于外部压力向内部的渗透。而规范维度基于社

会规范理论，深描乡土社会的运作逻辑，从中观层

面剖析农村地区高价彩礼的存续机理与“合法化”

密码，进而回答农村地区高价彩礼何以被赋予乡土

正当性进而被村民普遍理解、认同和遵守。 

最后，策略维度致力于揭示村民“不可为而为

之”的行为逻辑。宏观结构性压力与中观乡土规范

的相互交织构成了推动区域农村彩礼不断上涨的

社会背景。作为“当事人”的适婚青年及其家庭，

虽然对高价彩礼的沉重负担有着清醒的“痛感”，

但并未选择退场，反而表现出高度的被动顺应乃至

策略性助推。该维度基于理性选择理论，从微观角

度探究农村适婚青年及其家庭在高昂成本与行政

干预的双重约束下，为何仍会积极推动高价彩礼在

婚姻缔结中的行为实践，进而回答这一非理性规范

何以转化为普遍的家庭集体行动。 

该框架旨在强调高价彩礼现象是在农村打工

经济兴起、村庄社会开放、物质水平大幅提升等多

种因素构成的宏观背景变迁下，由婚姻市场的结构

性挤压、乡土社会的规范性塑造与家庭的策略性计

算三者相互交织、彼此强化而形成的复杂结果（图

1）。这一闭环使得高价彩礼从偶发的、个体的经

济行为，转变为一种系统的、具有文化正当性与道

德约束力的乡村习俗。 

 
图1 “结构—规范—策略”三元互动模型 

 

（三）田野选择与研究方法 

为系统剖析农村地区高价彩礼的生成机制与

内在逻辑，笔者于2025年11月至2026年3月，对皖

北L村开展了为期五个月的田野调查。皖北L村是典

型的农业主导型村庄，户籍人口约8 000人。该村人

口性别结构呈现出明显的男多女少特征，尤其在

20~40岁适婚青年群体中，男女比例失调较为突出。

经济结构上，村民收入来源形成以小麦、油菜、瓜

果等传统种植业为基础，以外出务工为主导的二元

格局。其中，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现象尤为突出，其

中绝大多数常年在外务工，村内人口结构呈空心化

特征。选取皖北L村作为本研究的田野调查对象，

主要基于以下考量：第一，从区域代表性来看，L

村所属县域位于皖、鲁、豫、苏四省交界地区，是

典型的省际毗邻地区与农业大县。第二，从问题显

著性来看，L村是高价彩礼现象的高发区与“重灾

区”，近年来彩礼金额普遍达到18.8万元及以上，

有的甚至还上涨到30万~50万元。此外，结婚还同

时附带在农村建造新房和城区购置商品房以及购

买汽车等条件，婚姻总成本高昂，有的甚至超过100

万元。不少大龄男青年及其家庭因婚负债的案例在

L村所属县域屡见不鲜①。第三，从研究可行性来看，

笔者通过前期联系，获得了当地村委会与研究对象

的初步信任与支持，能够相对顺利地展开田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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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第四，从治理有效性来看，该村近年来积极贯

彻执行彩礼限高等措施，但收效甚微，这为观察政

策文本与乡土现实的张力提供了鲜活样本。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与参与式观

察法，对皖北L村的高价彩礼现象展开田野调查。

同时，为提升研究的信度与效度，笔者也收集了相

关政府文件、内部档案、媒体报道等材料，以实现

各项信息间的相互印证。 

三、乡土形塑：结构约束下的秩序互构 

在皖北L村，高价彩礼问题在近十年来的社会

变迁中逐渐凸显。通过访谈与过程分析，可以将其

生成归纳为结构、规范与策略相互交织、互为强化

的结果。 

（一）结构压力：婚姻挤压与彩礼定价 

市场要价理论指出，伴随打工经济和高等教育

普及等原因带来的人口大规模流动与农村社区的

日益开放，传统相对封闭的区域性婚姻圈被打破，

农村婚姻资源在县际、省际之间的流动障碍显著降

低，逐步形成了竞争性的农村婚姻市场；在此过程

中，大量农村未婚女性向城镇及发达地区流动，导

致本地适婚女性资源持续流失，而在“从夫居”的

传统婚居模式影响下，男性青年通常需在本地完成

婚姻，从而造成了婚姻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3]。

婚姻市场的这种结构性失衡构成了高价彩礼的外

生动力，形成了资源稀缺的硬约束。 

这一核心关切与L村的在地实践具有高度契合

性。通过走访发现，该区域婚姻市场的供给端近十

年来呈现明显的萎缩态势，适婚女性数量普遍低于

男性数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两

方面：其一，历史累积的性别结构失衡。20世纪80

年代以来，由于男孩偏好以及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等

原因，中国出生性别比逐渐失衡[16]。L村同样存在

较为严重的性别比失衡，从而聚集了数量可观的适

婚男性群体。其二，城镇化下的女性“梯度迁移”。

随着教育与就业机会的增加，农村女性大量向城市

流入，相比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城市地区，

中西部普通农村地区，尤其是交通条件差、区位闭

塞的相对落后地区，女性往往选择嫁出本地，从山

区到平原、从农村到城市流动[17]。此种流动不仅是

地理位置的转移，更是婚姻资源的“上迁”与通婚

圈的“外扩”，因而进一步使得本地男性被抛入一

个范围更广、竞争更激烈的区域性婚姻市场。L村

传统的相对闭塞、供需大致平衡的本地通婚圈被打

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开放性更强、竞争更为激烈

的区域婚姻市场，女性供给明显小于需求。 

此外，由于农村社会在通婚地理空间上仍存在

显著的本地偏好[18]，适婚男性及其家庭对在本地或

邻近区域完成婚配仍抱有强烈的刚性期待。这种偏

好进一步强化了以相亲介绍为主导的传统婚恋模

式。在这一模式下，男女双方处于信息高度不对称

状态，彼此了解有限，情感互动不足，因此主要以

经济条件等家庭因素和身高、长相、性格等个体因

素为外在标准进行筛选，首先需要男女双方看得上，

其次需要男方家庭付得起，最终才能实现婚配[19]。

众所周知，在个体因素差别有限的情况下，家庭支

付能力就成为本地婚姻市场上的主要竞争标的

物[20]。彩礼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异化，即从承载“礼”

的象征，开始转变为获取稀缺婚姻资源的信号。 

总而言之，宏观层面的婚姻挤压构成了彩礼不

断攀升的前提，正是在这一结构性压力基础上，高

价彩礼的市场定价机制得以形成、运转。概言之，

婚姻市场的结构性压力创造了高价彩礼生成的可

能性与必要性。 

（二）规范固化：面子竞争与标准锁定 

“结构挤压”虽为高价彩礼在农村地区的生成创

造了可能，但这一可能要转化为区域社会的共同观

念，还离不开乡土熟人社会所塑造的非正式规范。 

社会规范理论认为，规范是历史形成或制度规

定的行为标准，它执行着调节、筛选、系统维系、

评价等多重功能，限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1]。聚

焦到中国乡土语境中，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礼

治秩序”中指出，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

现代社会更甚，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

大[12]。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亦揭示了中国

人对礼的特殊执着，即爱讲礼貌：此一面指繁文缛

节、虚情客套、重形式、爱面子以至于欺伪；一面

亦指宁牺牲实利而要面子，为争一口气而倾家荡产

等[22]。这种对面子非理性的追求与维护，深刻印证

了社会规范具有超越个体功利考量的“强制性效

力”——它不仅形塑行为，也构成一种不得不去服

从的深层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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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皖北L村的田野调查中，“人争一口气，佛

争一炷香”是受访者所提及的重复度较高的话语。

他们衡量家庭是否有面子主要参考两大指标②：一

是代际任务的完成度，二是彩礼阈值的达标度。代

际任务的完成度主要是确立家庭存在的伦理正当

性。当地强烈的代际责任感可以理解为一种面子的

伦理固化，即父代对子代必须履行的伦理义务。彩

礼阈值的达标度主要是量化这种伦理义务的社会

尺度。与日常生活中的“财不外露”“哭穷”等低

调逻辑相反，L村婚姻场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

彩礼的公开展示。这种展示承担了双重功能：对外，

其可以确证家庭的支付能力与大方程度；对内，亦

可以反向印证该家庭过往的发展成效与积累厚度。 

在长久、往复的婚姻实践中，彩礼完成了从结

构压力塑造的稀缺资源信号到区域社会普遍认同

的社会内化的转变。具体来看，对于作为需求端的

男方家庭而言，彩礼不再仅仅是礼金，而是向区域

共同体宣告其具备相应经济实力的信号，是确证该

家庭在乡土社会秩序中拥有合法位置的刚性工具。

对于作为供给端的女方家庭而言，彩礼亦被赋予了

多重功能性期待，它是女性婚后生活的风险保障

金，是父代养育补偿金或晚年生活的养老储备金，

在多子女家庭中也是资源接力棒。值得注意的是，

面子在构成村民行为衡量标准的同时，亦通过其潜

移默化、深远持久的习性力量，将特定水平的彩礼

固化为区域社会心照不宣的合法性共识，从而完成

从观念层面向现实层面的反向规制。此外，乡土规

范在完成“意义锁定”的同时，亦借由“舆论制裁”

构筑起刚性约束，使高价彩礼在农村社会中获得了

某种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支配力量。熟人社会内

部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大家公认的规范

或价值,即形成了一套熟人社会内部的评价机制。如

果个体的行为与之相违背,那么在熟人社会中就会

遭受巨大的舆论压力,并且在村庄社会交往中会被

逐渐边缘化[23]。L村是个典型的熟人场域，人们通

过血缘、地缘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形成了高度嵌入、

紧密连接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谁家要价或给付

低于通行标准彩礼的“打破面子”的异常行为会迅

速在熟人群体中传播，并在与其他村民的后续交流

中被贴上家庭经济差、适婚女性个人价值“贬值”

等负面标签，从而使婚配家庭面临无形的舆论压力

与声望贬损。这也就构成了L村的民众在面对彩礼

逐渐超出家庭支付能力时普遍选择沉默、遵守和践

行的主要原因。 

总而言之，农村区域的社会规范形成了中观层

面的制度化机制，这一机制实现了宏观结构性压力

向中观层面的内在认同转化，使得对于高价彩礼这

一经济层面的高额支出由“不可思议”被内化为符

合地方情势的“理所应当”。 

（三）策略选择：分类竞争与支付转化 

在结构压力与熟人社会所塑造的乡土规范的

双重裹挟下，不同资源禀赋的家庭则会呈现出“优

势家庭抬标、中间家庭跟标、弱势家庭硬扛”的分

类竞争格局。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行动者在社会生活中所采

取的行动都是经过理性思考的结果，是权衡利弊后

作出的选择。当行动者同时兼具自然人、法人代表

与代理人等多重身份时，其往往会在不同角色间进

行策略性切换，以期最大限度地将组织资源控制权

转化为个人收益[24]。 

在L村，若以经济资本为尺度，可将村中家庭

大致分为三类：优势家庭、中间家庭与不富裕家庭。

面对婚姻市场的结构挤压与熟人社会的伦理规约，

不同类别的家庭在彩礼支付上表现出“策略分化、

动力同源”的特征：差异体现在支付方式与资源筹

措路径上，而一致性则根植于对代际责任与社会声

望的共同追求。首先是占少数的优势家庭。为争夺

本地相对稀缺的优质婚配资源，其通常会凭借率先

“抬标”的方式，来助力婚配达成。这类家庭率先

抬高的彩礼数额，会在区域婚姻市场产生标杆效

应，进而拉高本地婚姻市场的心理预期与价格基

线。其次是占多数的中间家庭。在结构性婚姻挤压

与优势家庭的示范效应下，为避免在婚姻市场中掉

队，他们通常会竭力筹措资金，努力达到或逼近新

的彩礼标准，以实现“维持性竞争”，即所谓的“跟

标”。由于这一群体规模最大，其普遍的跟进行为

会使得被优势家庭抬高的彩礼数额在后续的婚配

实践中得以常态化。最后是经济状况略差的不富裕

家庭。面对水涨船高的彩礼标准，这类家庭通常面

临两种选择：要么被迫透支以完成婚姻，要么被迫

退出区域婚姻市场。在父代代际责任、子代完成婚

配等强目标的驱动下，这类家庭往往硬着头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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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支，以达到“行情标准”，即所谓的“达标”或

“硬扛”。 

总而言之，策略理性使得高价彩礼突破了观念

层面的桎梏，实现了从“社会事实”到“观念认同”

再到“行为实践”的递进式变迁。其既是对宏观结

构压力与中观社会规范的能动回应，又反过来作为

一种内生动力，不断强化着高价彩礼在乡土场域中

的存续、生长。 

综上所述，农村地区高价彩礼的生成是婚姻市

场挤压、乡土规范塑造与家庭策略理性动态互构的

结果。婚姻市场的结构性失衡作为先验性的社会事

实，确立了资源竞争的“硬约束”；乡土规范的双

重机制，完成了“彩礼是获取稀缺婚姻资源的信号”

的内化转译，赋予其在乡土社会中的正当性；家庭

的理性计算则驱动高价彩礼完成了由心理认同向

行为选择的转变，并在分类竞争格局下，进一步将

彩礼数额推高。这种反复地议价、推高价格的实践，

又回过头来确证并固化了既有的结构与规范约束，

从而构建了一个结构严密且能自我强化的动态闭

环系统。 

四、调适困局：外部嵌入与内生演化的

角力 

在皖北L村，以行政倡导、自治约束和道德教

化为主的“外部规制”型治理在面临乡土规则时，

实际上陷入了三重维度张力所形成的整体性失灵。 

（一）结构维度张力：“政策”与“市场”的

抵牾 

在结构维度上，当前治理主要面临以下双重困

境。第一，地方性治理政策难以撼动青年男女性别

结构形成的刚性约束。具体而言，现行政策既无法

扭转历史积淀带来的男女性别比失衡，亦无力阻断

城镇化背景下适婚青年女性“梯度迁移”的持续趋

势，因而在干预婚姻市场结构性挤压这一源头问题

上作用有限。所以，在供给端尚未发生变动的前提

下，仅靠“价格”干预来解决高价彩礼问题的治理

措施，由于未能真正触及其背后的性别结构本质，

最终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收效甚微。第二，治理的

行政空间与婚姻的社会空间存在错位。各地方政府

基于行政区划的刚性界限，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对

本地区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垄断管理，具有相当程

度的封闭性和机械性[25]。然而，农村地区高价彩礼

的生成与强化，并非流行于单一的行政区划内部，

而是辐射于以联姻关系为纽带、跨越行政边界的整

个区域通婚圈。以皖北L村为例，该村的实际通婚

范围覆盖皖、鲁、豫、苏四省周边县市，甚至更广。

这种“政策”与“市场”的错位直接催生了“治理

洼地”效应。因此，当区域婚姻市场治理态度不一

致时，那些积极推行严格治理措施的地区，在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本地区适婚青年男性的议价能力，高

价彩礼反而是他们面对严峻的婚姻市场竞争形势

的重要应对机制[20]。 

（二）规范维度张力：“文本”与“情境”的

冲突 

在规范维度上，地方政府所推行的外部制度文

本遭遇了乡村内生性规范的显著排斥。在皖北L村，

除了常规的宣传引导以外，当地政府和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还出台了彩礼“指导标准”、村规民约等

成文规范，试图以此对高价彩礼进行规范性约束。

然而，这些文本在落地执行过程中，经常因“水土

不服”而遭遇村民们的集体消极抵制。具体来看，

乡土伦理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具有普遍认同的社会

规范，使得做出不合理行为的个体容易被公开地孤

立、排斥甚至贴标签边缘化，在村庄中失去认同感

和归属感[26]。当外部文本规范缺乏强制执行力且未

能获得村民的情感认同时，村民在长期生计实践中

形成的、以面子为核心的内部道德伦理评价体系，

便会产生结构性排斥与策略性规避，致使此类规范

陷入“悬浮”状态。当前治理试图通过文本构建的

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外部规范，在遭遇乡土社会形

塑的内部情境性规范时，会因其缺乏“本土性”“认

同性”而常常显得水土不服，难以对基层婚姻实践

做出有效规制与指导。 

（三）策略维度张力：“倡导”与“理性”的

对抗 

在策略维度上，现行治理主要面临村民理性的

消极对抗。在皖北L村，当地政府和村委会主要通

过宣传高价彩礼危害、树立低价彩礼榜样等方式推

进区域婚俗改革，其预设逻辑为：通过长期的宣传

教化与环境感染，在思想维度上帮助村民建立高价

彩礼问题的防护屏障，进而影响适婚青年男女及其

家庭在这一问题上的决策观念。然而，家庭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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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支付”行为并非单一经济行为，而是一套根植

于代际责任伦理与家庭生存理性的双重逻辑之中的

刚性策略，具备强大的内生合理性与现实适应性，

因而难以被轻易撼动。具体来看，对于适婚青年男

方家庭而言，只要区域婚姻市场挤压存在，听从号

召放弃竞价，就意味着自身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

有所减弱，这带来的社会成本是经济所无法弥补的。

对于女方家庭而言，索取彩礼则承担着多重功能，

如风险保障和转移支付等。在家庭生存与发展的理

性计算面前，外部的道义倡导对适婚青年男女双方

及其家庭均无法形成有效的思想干预，其既未能介

入婚姻缔结的家庭协商之中，也未能提供任何可靠

的“功能性替代品”来置换高价彩礼所承载的各项

功能。一言以蔽之，当前治理在策略维度上的失效，

在于其试图否定家庭强代际责任下的策略选择结

果，但又无力消除催生该策略的结构压力和规范网

络，也未能提供切实可行的可替代策略选项。 

五、未来进路：迈向一种系统性治理 

基于对皖北L村高价彩礼生成逻辑与治理困境

的考察可以发现，推进农村高价彩礼治理，应超越

碎片化的外部干预，转向“内外共生”的系统性治

理范式。治理实践应嵌入“结构—规范—策略”的生

成闭环之中，以协同共生的方式，回应问题的整体

性本质与乡土社会的在地逻辑。 

（一）结构松绑：消解供需失衡与资源恐慌 

面对“政策”与“市场”的抵牾，高价彩礼治

理应在外部制度供给和内部家庭策略上做出系统

的治理调整。 

从外部来看，政府作为宏观秩序的供给者，首

先，要实施发展性干预。高价彩礼生成的首要背景

是适婚人口结构失衡严重，因此，对于高价彩礼问

题突出的农村区域，应当继续强化男女平等观念宣

传，严厉打击非法胎儿性别鉴定行为，保障区域未

来人口结构平衡。另外，要将高价彩礼治理纳入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布局，实现治理效能与发展

质量的协同提升。农村打工经济兴起、女性“梯度

迁移”等现象，其深层根源在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

元结构与发展不平衡，正是这种结构性差异驱动了

农村劳动力与婚姻资源的单向流出。对此，高价彩

礼地区应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高价彩礼治

理的深度联动，依托本地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积

极培育和发展适合女性就业的支柱产业。通过打造

具有竞争力的就业环境和保障措施增强对农村青

年女性的吸引力，从而逐步改变农村女性“梯度迁

移”现状，以优化本区域婚姻市场的供需结构。其

次，要构建起区域性协同治理框架。针对皖北L村

这类省际毗邻地区，应超越行政区划的刚性界限，

建立覆盖主要通婚圈的婚俗改革区域协同机制，以

实现对跨区域婚嫁的整体协调。其根本目的在于，

将治理的社会空间单元与彩礼实际运行的结构性

空间单元相匹配，从而形成政策合力，避免出现因

跨区域执行力度不一而导致的“治理洼地”困境。 

从内部来看，适婚青年及其家庭亟须适应现代婚

姻市场逻辑，努力在观念层面实现婚姻缔结的价值取

向由空间邻近向情感契合跃迁。应鼓励适婚男青年突

破本土通婚圈的桎梏，以向外流动、向外发展、向外

缔结的方式实质性拓宽择偶半径，进而实现婚姻竞争

场域由区域熟人社会向全国开放大市场转型，从而有

效规避本土通婚圈内的内卷化恶性竞争。 

（二）规范转译：重塑面子逻辑与代际责任 

面对“文本”与“情境”的冲突，高价彩礼治理

需要摒弃“外部强制输入”的单向逻辑，转向“内外

互构”的协同范式，即外部引导与内部转化相结合，

在良性互动中寻求治理合力。 

就外部而言，关键在于优化区域文化生态，营

造有利于移风易俗的社会氛围。其一，重构社会舆

论评价体系。依托戏剧下乡、入户宣讲、短视频传

播、学校教育等多元载体，推动公共评价标准从彩

礼数额、仪式排场等物质维度向家风建设、家庭和

睦等精神维度转变，为乡土社会中的面子竞争提供

新的价值符号。其二，建立公开的社会激励机制。

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表明，个人贡献的可见性是激

发集体行动更为根本的决定因素[27]。要通过公开褒

扬先进典型，使新风尚践行者在乡村场域中“看得

见、传得开、受尊崇”，激发村民对标先进的自觉

意识，逐步调适婚嫁策略选择。 

就内部而言，关键在于将外部政策导向转化为

乡土社会自觉认同并践行的内生规范，实现宏观政

策话语与地方生活实践的有效衔接。其一，以协商

民主确立集体共识。依托村委会、红白理事会等自

治组织，就彩礼上限、婚宴规模等核心议题组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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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开展广泛民主协商，形成具有执行力的村规民约，

使外部规范经由民主程序转化为具备道德约束力的

内部契约。其二，以榜样示范引导行为调适。正所

谓“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党支部”[20]，乡

村党员干部及其家庭应率先垂范，以实际行动破除

“搭便车”心理，树立鲜明的行动标杆。同时，吸纳

村内德高望重的“五老”乡贤组建“婚礼议事堂”，

深度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甄别并支持合理诉求，

对高价彩礼苗头实施柔性干预与道义劝诫。其三，

推动婚配主体形成集体默契。引导适婚青年及其家

庭从观念层面构建反攀比的意义网络，使对高价彩

礼说“不”成为一种相互支撑的集体行动。 

（三）策略替代：差异化疏导与竞争场域转换 

面对“倡导”与“理性”的对抗，高价彩礼治

理重点应在于通过策略性分层赋能来激活微观行

动主体在高价彩礼问题上的行动理性。具体而言，

针对当前乡村社会内部的“优势家庭抬标、中间家

庭跟标、弱势家庭硬扛”的分类竞争格局，应利用

好行动者的理性计算范式来实现治理目标。 

首先，针对优势家庭，要抑制“抬标”动力。

优势家庭拥有较强的资本动员能力，其率先抬标的

本质在于寻求面子认同。对此，治理的关键在于吸

纳与转化，即在深化“规范转译”过程中对该类群

体实施精准的“荣誉捕捉”策略。将“零彩礼”“低

彩礼”确立为获取政治荣誉、公共声望等表彰的重

要前置条件，让优势家庭清醒地意识到，契合宏观

舆论导向所获得的效益远比短期的高价彩礼效应更

具性价比，从而驱动其从“抬标者”变为“破冰者”。 

其次，针对中间家庭，要消解“跟标”焦虑。

跟风家庭其深层焦虑在于惧怕因偏离群体规范而

遭受面子贬损或社会排斥。对此，村委会、红白理

事会等在执行经民主协商议定的涉彩礼村规民约

的同时，要不断加强“制度性借口”的舆论建构。

要在村庄舆论场域中建构起“不是不为，而是规矩

所限”的共识，依托集体共识的强大约束力，将“不

跟标”从一种可能面临“社会排斥”的风险，转化

为一种受到保护的理性集体行动，从而消解“礼少

即出局”的面子恐慌。 

最后，针对经济状况略差的不富裕家庭，要帮

助规避“硬扛”风险。不富裕家庭在婚姻市场中处

于相对劣势，往往因急于成家而陷入因婚负债的陷

阱。对此，一方面，要对主动践行“零彩礼、低彩

礼”的不富裕家庭给予一次性现金补贴或相应实物

奖励。通过实质性的资源倾斜与转移支付，在精准

纾解其家庭经济困境的同时，构建起合规即获益的

正向激励机制。另一方面，也要强化司法信号的“定

海神针”作用。对于高价彩礼问题，地方政府应不

断强化司法保障与公共警示，加强向农村区域传递

清晰、稳定的涉彩礼司法信号，以降低部分民众对

高价彩礼的非理性、非正义预期，着力编织起防范

此类不正当行为导致的因婚负债、人财两空的安全

防护网，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综上，有效治理的最终目标不是以一个适可而

止的数字去替代一个高价彩礼数字，而是要通过结

构减压、规范重构、策略赋能三管齐下的系统性治

理方案，实现宏观层面的压力释放、中观层面的网

络重构、微观层面的理性回归，进而系统拆解高价

彩礼的闭环运行机制。唯有如此，婚姻才能卸下其

沉重的符号包袱，回归到两个人过好日子的平淡与

幸福之中。然而，这是一项需要多方协同、精心设

计、落地实施、久久为功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

引导、基层组织、家庭自觉与社会监督形成合力，

方能将治理理念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成效。 

注释： 

① 来源于关于当地高额彩礼问题的新闻报道。 

② 根据田野调查中出现的高频词总结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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